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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社团与新文学女性作家的养成 

——以现代评论派和袁昌英为中心 

龚润枝
1
 

【摘 要】：从湖南醴陵乡下走出来的传统闺秀到五四一代女作家，袁昌英的蜕变既得益于现代教育，也与“英

美派”留学生群体的交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太平洋》杂志时期，在体验域外新生活及与“英美派”留学生等的

往来中，她完成了由东方闺阁女儿到现代新女性的精神成长；《现代评论》周刊时期，在群体的聚合过程中，袁昌英

寻觅到了自我的未来志业；《武汉日报·现代文艺》时期，在同人群体偏居一隅著书立说之际，袁昌英亦进入了艺术

的自觉期。通过考察袁昌英与现代评论派的关系，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勾勒出现代文学时期部分五四一代女作家

“浮出”的历史图景，梳理现代文学社团在新文学女性作家养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关键词】：“英美派” 《太平洋》 《现代评论》 《武汉日报·现代文艺》 袁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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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袁家普资助女儿袁昌英前往英国留学，先读了两年中学后，1918 年袁昌英考入爱丁堡大学，1921年毕业于该校文学

专业。在这期间，袁昌英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杂论《大学男女同校说》《论女子留学的必要》《公意之源》，文论《释梦》

《创作与批评》和一篇引介文章《引论》（为杨润余译《两老》而作）等作品。无论是在五四一代女作家或是袁昌英个人的创作

生涯中，这些文本表达无疑都是略显生涩的，但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袁昌英与以周鲠生、王世杰、丁西林、陈源等为代表的留英

学生群体之间密切的往来关系，同时也见证了现代文学早期女作家积极参与公共舆论空间的探讨，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女性形象

和家国民族的未来。目前对于五四一代女作家与时代的研究，多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或现代文学的前辈人物如胡适、鲁迅、周作

人等对她们的影响，很少探究五四一代女作家与其所处的年轻文化群体之间的文化共生、相互渗透的关系。而论起五四一代女作

家与年轻文化群体的关系，就不得不提袁昌英与日后以《现代评论》周刊为主要舆论阵地的“英美派”留学生群体之间的文坛交

游。袁昌英在青年时期与陈源、徐志摩等同一时期留学英美，她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品主要见诸这一文化群体创办的刊物上，而

她任教三十多年的武汉大学在草创时期的成员主要以现代评论派的同人为主。本文从文学交游的角度切入，梳理以《太平洋》

《现代评论》《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等为阵地的现代评论派对袁昌英创作的影响。 

一、《太平洋》杂志时期：自我调适与理念表达 

1918 年袁昌英进入爱丁堡大学，就读于该校英国文学专业，三年求学生涯中，她选修了数学、法文、道德哲学、逻辑和形

而上学、政治经济学、英国历史和教育理论等，系统的、专业的西式教育带领袁昌英进入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一样的世界。

新的生活空间所呈现的不仅是生活方式和文化秩序的不同，也意味着人际网络和身份意识的转换。她不仅先后担任了爱丁堡大

学中国学生会副会长、学术研究会留英分会文科科长，彼时袁昌英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太平洋》杂志上，在这篇寄给李剑农的

信的开头，袁昌英提到其创作和投稿的缘由： 

别后久未通问……去夏过巴黎歇暑，累承贵社鲠生君促令投稿大志，讨论新时代女子教育，及其他社会问题。英既以学识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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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不敢下笔；且校课忙繁，无暇他顾，是以至今无以报命。近日鲠生君自法惠书，询及对于男女大学同校一事意见。英对于此

问题，稍有感想，因略述私见所及。或亦可补贵杂志之余白。1 

如袁昌英所言，周鲠生去年夏天即督促她向《太平洋》杂志投几篇与现代女性问题相关的稿子，《大学男女同校说》的写就

和刊发，与周鲠生鼓励性的邀稿有着直接关系。这一年，同为五四一代女作家的陈衡哲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小说《小雨

点》，苏雪林也在北京女高师的《文艺会刊》上发表了文言小说《童养媳》，皆以文学创作表达她们对于社会现状的思考，远在英

伦求学的袁昌英也以时评文章参与对于国家改造、民族解放、妇女解放等问题的公共讨论。毫无疑问，与周鲠生、杨端六、陈源

这些“英美派”骨干以及后来“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的结交，使得袁昌英一只脚尚未跨进文坛，她的名字即与以“英美派”

为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太平洋》杂志创办初期的核心人物是李剑农和杨端六，两人和周鲠生早期都因在汉口办《民国日报》抨击袁世凯独裁而被

当局追捕，在留英期间依旧积极参与国事，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太平洋》杂志提倡效仿英国式的社会政治模式

以改造中国，主张以调和的方式使彼时的新旧势力相互退让，试图通过文化启蒙的道路来改变国民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是现

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早的舆论阵地之一，被视为有留英学生群体同人杂志的性质。 

受到《太平洋》同人的鼓励和域外新生活方式的影响，袁昌英开始关注和思考现代女性在社会、家庭诸方面存在的问题，我

们亦可以说，《太平洋》同人促进了袁昌英对于女性问题的探索，而她对于中国女性问题的思索也恰如所在的同人团体一样，以

西方国家运行的社会模式作为参照物。在《大学男女同校说》中，袁昌英以英美女性运动史做参照，提出“吾国女子柔弱不能自

立之首因在无知识”，认为“吾国女子欲争在政治上，法律上，社会上，与男子完全平等，以举男女平权之实，则非首从教育平

等之问题争起不可”1。继《大学男女同校说》后，袁昌英又在该刊物上发表了《论女子留学的必要》，而这一篇文章即源于此前

周鲠生来信所询及“新时代女子教育，及其他社会问题”。袁昌英根据本国当下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现实情况和西方知识女性的

生存方式，提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由男女两性互助而成的，强调女性在教育、家政、慈善和女性解放等问题上比男性更具有优

势，应该与男性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可以说，正是袁昌英在留学期间与周鲠生、李剑农等人的结交，使得其有机会通过这一

同人群体的舆论平台参与公共话语的讨论。 

时空的变换，也带来身份体认上的变换，从一个幼年长于醴陵乡下，又先后在江西萍乡、上海中西女塾读过书的乡绅家庭的

女儿，在传统和现代的差异与缝隙中游走的袁昌英对于自我内心理念的表达是有顾虑和迟疑的。周鲠生对于女子教育和男女同

校的询问，以及留英群体如李剑农、杨端六等的鼓励，让袁昌英开始尝试自我表达，是以，我们得以在《论女子留学的必要》中

看到：“到西洋读书，可得一种活泼精神，一种合法合理的自由和独立精神。中国的女学生对于自由、平等、独立等字样是很熟

悉的。但是怎样叫做自由、平等、独立，其中所含蓄的精神，却未必有十分的研究……数千年间，中国女子关在闺房之内，不准

出门，现在忽然开放，行为自然难得其中。大半都是两头走……这样过于激烈不正当的自由和这样腐败不堪的守旧，都是我们新

中国所不要的状态。”2 

我们在以上文字中，确然可以看到生活空间和人际网络的转换给袁昌英带来的自我身份体认上的变化，作为一位较为完整

地接受了英国中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内核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和自觉的接受，同时也敏锐地意

识到正处于变换时期的国内社会的文化秩序和价值准则所呈现的混乱状态。后来我们在五四一代女作家的小说中亦可窥到与袁

昌英相似的忧虑，如凌叔华在《茶会以后》、冰心在《两个家庭》中都曾描写时代女性在社会变化中自我认知的失衡，而家学渊

源和西学背景，赋予袁昌英的不仅是一双发掘问题的眼睛，还有一份试图参与社会变革的毅勇。1921 年袁昌英作为唯一的女性

成员在加入学术研究会的参会席中表示“为国为民，男女应负同责。”3 当时《太平洋》同人，对许多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都保

持着相当的讨论热情，袁昌英亦积极参与其中。在1920年发表两篇关于女子教育问题的讨论后，袁昌英对于现代女性问题的关

注和思考，很快延伸到女性生存环境的诸多方面，身为留英学生中的一员，她并没有规避时代，而是从社会现实结构的层面展

开，如女性在传统人伦框架下的家庭地位、女性的经济问题、女性教育和行为规范等。1923 年袁昌英连续写下《敬告新当选之

女议员》和《中国妇女参加运动之前途》。在《敬告新当选之女议员》中，袁昌英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环境和西方女性最近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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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运动斗争，提出造成中国女性现下生存状态的社会和历史根源，首先归结为教育权、财产权和参政权的缺失，其次归因于中

国数千年来以父权、夫权为尊的家庭制度。对于旧式大家族聚居的传统生活模式，袁昌英感触尤深： 

夫人各有志，不能强同，今以不能强同之意志，混杂于一处而牵就之……一旦结合，则虽欲离析而不可得，离析不可得而又

不能苟安，此中艰难困苦，殆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4 

袁昌英幼年即长于醴陵耿境坝中三代聚居的袁家老屋，曾旁观了母亲因接连生下四个女儿，而饱受亲戚的讥嗤和白眼，以致

生下四妹后不久即得鼓胀病离去，深知中国女子“所罹之痛苦多矣，位置之卑贱亦甚矣”4。正是对自我和女性群体命运的深切

悲悯，使得袁昌英留学西方观摩了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女性的生活环境时，注意到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向，和《太平洋》同人一起

积极探索中国女性解放的方式。 

作为“英美派”自由主义团体中的一员，袁昌英从一开始就跳出了“时代女儿”这一文化身份的窠臼，未沉湎于痛苦、脆弱

或敏感的情绪中，而是积极地呼吁更多的女性同胞关注、参与妇权解放运动。需要指出的是，袁昌英此刻关注的是群体性的“自

我”，而并非个体性的“自我”，这一点也体现在她后来的小说与戏剧创作中。袁昌英进入文学创作的动因与庐隐、石评梅以及

稍晚一些的萧红都不同，并非因不得不抒发胸臆而投入文学创作，她的进入是渐进的、理性的、有准备的。 

二、《现代评论》时期：群体聚合和风格摸索 

从英国归国后，袁昌英即与杨端六在北京成婚，1922 年开始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任教，教英国文学，主讲莎士比亚。这一

时期，正是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描述的“一个普遍的全国文学活动开始来到”5，众多的文学社团和

文学刊物批量涌现，周鲠生、皮宗石、陈源、徐志摩也已先后回国，在北京高等学府任教，相似的学缘背景、人文志趣、政治理

念和生活习惯增加了他们的集体认同感，当时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的陈源、周鲠生、燕树棠、皮宗石、丁西林等经常组织宴请、

出游、观看戏剧等活动，作为与陈源、徐志摩等私交甚笃的老同学，在这一群体的聚合过程中，也不乏袁昌英的身影。 

1924 年 4 月 12 日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为了欢迎泰戈尔，准备排练泰戈尔的英文短剧《齐德拉》，得到了胡适等人的支持，

1924 年 5月 6日的《晨报》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 

泰戈尔氏已于昨日下午返京，仍寓史家胡同。本月八日为泰氏生辰，北京新月社同人，拟于是晚八时在协和大礼堂表演泰氏

杰作契珘腊（Chitral）戏剧，剧中演员有林徽因女士张歆海杨袁昌英女士徐志摩林宗孟蒋百里丁燮林诸君。6 

新月社拟将泰氏生辰办成中外文艺人士的聚会，声势浩大，这是英美留学生群体首次以社团的方式在现代文坛亮相。而随着

来往密切的徐志摩、陈源等英美派同人的名字常见于《小说月报》《京报副刊》《晨报副刊》等文学刊物上，袁昌英也动了进行文

艺创作的念头。但是与此前在妇女解放的时代框架下，性别、家族和“自我”模糊的时论杂文不同，小说和戏剧显然更贴近作者

的主观感受和个人经验。1920 年前后，现代纸质媒介上女作家的名字甚为寥落，绝大多数女性仍旧在为自己争取求学的权利，

而传统才女们的形象多模糊地隐藏在短小、精湛、优美的诗词之后，将自我理念剖析于刊物上对个人和家族的声誉无疑都是有隐

患的。陈衡哲在其自传里说：“我为在诗里表达自己的感情害羞极了（因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人，从小就要学习隐藏自己的

感情）。”7凌叔华曾在多年以后谈及《古韵》一书因有父辈纳妾、抽鸦片等情节而被族人视为“耻辱”8，即使成名于30年代后

期的萧红也因作品中多有涉及家族隐私而遭到族人的排斥。对个人和家族声誉的影响是现代文学初期多数“幼承庭训”的“闺

秀派”女作家潜隐的顾虑，袁昌英亦然。1923 年第 9 期《小说月报》刊登出袁昌英的读后感《顾仲起君的〈最后的一封信〉》，

颇费心思地为自己编造了一个艰难凑齐学费的女学生身份：“这几日秋雨连绵，路途泥泞，我好容易请求了学费早早到校”，在

文章的末尾，袁昌英又再次强调了自己女学生的身份：“假如我要是求不下来学费，我还要比你寂寞千万分啊！”为了让自己女

学生的身份更可靠，甚而自谦道：“至于这篇艺术手腕的高超，文字的秀丽，我是对于文学毫无门径的，所以我也不敢下批评。”9

此时的袁昌英对于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虽抱谨慎的态度，但已然跃跃欲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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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袁昌英的第一篇小说《玟君》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占据了 22个版面，这篇小说一经发表，便受到了读者的注意，

当时《小说月报》上的“读后感”栏目已撤销，《京报副刊》上刊载了莺嗔女士的《杨袁昌英的〈玟君〉读后感》，指出袁昌英率

真地戳破了假道学推崇的“独身主义”，“我们更不能不佩服杨袁先生的描写人生的忠实，打破因袭的社会制裁的勇敢”
10
。虽

也是讲述女性的道路选择，但是与鲁迅《伤逝》中的子君不同，不再拘囿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类的女性私人领域问题，而是

更贴合她自身的实际生活——探讨精英知识女性在介入公共领域、实现主体性的强烈需求下，如何平衡家庭角色与个人前途的

关系。留学生李玟君立誓要做贤妻良母以外的新式女性，主张独身主义，在与同学吴子湘互生情愫后，为了坚持心中的信念选择

离开子湘，几年后与子湘再次相遇，热烈的情感迫使玟君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袁昌英注意到了在历史转型期，知识女性

在经历争取妇权解放后，面临的新一轮的身份焦虑问题，这一篇小说延续了其在《太平洋》杂志之后对于女性解放这一主题的持

续性思考。但彼时的袁昌英在根植于记忆深处的传统文化认同和域外新经验、新理念之间，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含混、缠结的心理

状态，莺嗔也指出最终让玟君突破心理桎梏的动因，并不源于人物的内在动力，而是外借儒家文化中的孝悌理念，玟君因“父母

之命”——亡母的遗书而决定嫁给子湘。玟君的桎梏，亦是作者自身的束缚。在二三十年代早期女作家的思想倾向中，仍很难摆

脱传统理念、习俗对于她们的影响，即便是以与家庭决裂姿势闯进文坛的白薇、庐隐等所表现的女性姿态仍旧不是一个新的态

度，更遑论现代评论派同人的陈衡哲和凌叔华，如阿英对苏雪林的评语：“她所表现的只是刚从封建社会里解放下来，才获得资

产阶级思想意识，但却仍有相当的封建势力的女性姿态。”11袁昌英的成长经历，使得她与旧式的大家族及伦理观念之间，并不

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渐进模式，在西方的新式思想与东方传统文化之间，袁昌英一直在摸索着属

于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 

《现代评论》周刊见证了袁昌英这一时期的文学轨迹，她的《智识主观论》《一只手》《妥玛斯·哈底》《皮兰得罗》《跳舞的

哲理观》《法国近十年来的戏剧新运动》《时间是梦幻》等译作和文论先后刊载于其上，在《法国近十年来的戏剧新运动》中，袁

昌英略微提及她的文艺观：“人生既不免要常被屈服于现实苦境的威势下，那末，在缧绁中，谁不求羁绊之解脱……然而人类到

底是比较的聪明些：在牢不可破的桎梏中竟找着了遁逃的路。这路就是艺术。”
12
诚然，她将写作当做抒发自我情志的一种方式，

她的文艺观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都有所变化，但是在刚进行文学创作时，她确然如她所写的：“只是将自己所见到的真实，朴实

地表现出来；用这真实去捉住读者或听众，使他们性灵里面发生一种精神的或道德的酝酿。”13而她所说的“精神的或道德的酝

酿”，却是结合了法国文学所展现出来的民族性——“富于理性的探讨”，也可以说她用“理性”调和了西方文化中的个性主

义和东方旧有的美德。至此，袁昌英大体确认了她的创作方向。在汲取了充分的理论知识后，1928 年袁昌英由巴黎回国，开始

进入创作的迸发期，陆续发表散文《游新都后的感谢》和独幕剧《前方战士》《结婚前的一吻》等，这两部剧后来与《孔雀东南

飞》《究竟谁是扫帚星》《人之道》《活诗人》一起结集出版，她撇开一般的意识形态取向，并没有如其他女作家一样呼唤爱情自

由与个性解放，而是关注在当时价值标准失衡的社会背景下，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人的心理的变化。如对于乐府古诗

《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心理的探索；《究竟谁是扫帚星》中，新时代的女性玉芳在大胆地抛却陈旧观念，追求恋爱自由以后却发

现恋人的虚伪自私时的一系列心理变化，袁昌英对于其时人物心理的观察在她之后的《杨先生》《笑》《牛》等作品中更有发微的

描摹，但是这些作品因散见于不同的刊物，并没有引起读者和批评家的注意。 

《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这本集子初步显露出她平和温厚的古典主义文风，虽然创造手法明显地受西方文化如弗洛伊

德的精神分析学、皮兰德娄的病态戏剧和其在巴黎大学时的美学教授 VictorBasch 的悲剧观的影响，但是作品中表现出的情感

心理与行为方式仍潜隐着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意识，如在《究竟谁是扫帚星》中，惟我辜负钦明所托，反而与其未婚妻相恋，老

李谴责惟我道：“我觉得社会的组织如宇宙中发展各系的组织一样……却不能不要求各分子保持那种适于全体和谐的运行，不

然你撞我碰，大家尽归于毁灭”14，显然剧中的老李认为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行需要倚重于礼俗；在《人之道》中又借梅英之口

道：“一班昏头昏脑的男女就是萧伯纳所谓‘生命势力’的傀儡、玩物；自己无所谓判断，无所谓取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是有是非黑白，情感理智。”15但也因其作品中侧重于表达“道德批判”，而没有更好地挖掘在追求个性主义的时潮中幸福与德

行的二律悖反所蕴含的艺术张力，此外袁昌英也表现出在战时进行民族文学创作的倾向。 

如果说日后同在武汉大学任教，但仅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两篇文论的苏雪林尚不能归入现代评论派，那么将袁昌英视为

现代评论派的边缘人物也是极不合理的。1935 年武汉各剧团为赈济灾民举行公演，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被湖北省省立女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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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搬上舞台，因布景、语言、服装和剧情等问题而受到剧评家向培良、光未然等人的批评，在当时的《武汉日报·鹦鹉洲》上

与苏雪林展开了月余的笔战，《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在台湾再版时，苏雪林提及此事认为这场笔战的源头是“左翼文坛已

成气候……而袁氏又不幸属于‘现代评论’派。”
16
显见，在现代文学时期，袁昌英即已与凌叔华一样被视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

成员，区别在于，凌叔华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行期间集中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又由陈西滢筛选后于 1928 年收录

于小说集《花之寺》中，在读者群中有较高的传播量和接受度，而袁昌英于文学创作上的发力稍晚一步，是以虽同是《现代评论》

上的主要撰稿者，但是凌叔华更为普通读者所熟知。虽然《现代评论》于 1928 年底停刊，但是由《太平洋》杂志到《现代评论》

周刊予以袁昌英积累的文坛资源却是伴随她走完整个现代文学时期的。 

三、《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同人推介与自由伸展 

1920 年代末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继离开上海，现代评论派同人周鲠生、皮宗石、燕树棠、陈源、凌叔华

等先后前往草创中的武汉大学，袁昌英也于1929年下半年由上海的中国公学转往武汉大学任教，相较于之前知识分子汇聚的文

化中心北平和上海，武汉文化空气的凝滞无疑让现代评论派同人感到失望，凌叔华在致胡适的信中表示：“我们在这里真是孤陋

得很，朋友们也不会想到给这么一个畸角的人们写封信的……武昌是个具有中国城市各种劣点的地方，所以除了蹲在家里，哪里

也别想去。”
17
但此前的文坛派系斗争与人事纠葛，使得再次汇聚的现代评论派诸人更倾向于在武汉大学这个同人的大本营里，

继续自己未竟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袁昌英亦在此间开启了她著述的旺盛期，但是《现代评论》于 1928年底即已停刊，袁昌

英的作品开始散见于《真美善》女作家专号、《小说月报》、《新时代》、《文艺月刊》、《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等刊物。 

现代文学时期，女作家的职业机遇与期刊、出版社的发展，以及背后的文学社团有较为明显的依托关系，如凌叔华的作品因

被周作人推荐到《晨报》后得以结识徐志摩、陈源等人，继而成为《现代评论》上的主要撰稿者而被文坛熟知；叶圣陶担任《小

说月报》编辑期间因欣赏丁玲的作品，连续刊载她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等，使得丁玲在 30年代

成为引人注目的女作家。袁昌英在 30年代被黄英、张若谷等列为与陈衡哲、苏雪林、凌叔华、庐隐、冰心等比肩的女作家，也

得益于她频繁地在现代文学时期的主要文学、文化期刊上发表作品，而这亦与“英美派”文学社团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坛交际网

络有密切的关系。如早期除了《太平洋》和《现代评论》这两个同人期刊之外，她也在《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作

品，究其原因，除了这两个刊物的办刊宗旨更符合其文学理念以外，它们与胡适、陈西滢、杨端六等英美派同人的关系，也是袁

昌英在投稿时倾向于它们的原因。《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一直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发行，1921年胡适应商务印书馆高

层张元济和高梦旦的邀请，于暑假期间前往商务考察，据胡适1921 年 7月的日记记载，期间高梦旦向他引荐了杨端六、郑振铎

和沈雁冰等，他与杨端六就编译所的改良计划商谈多次，认为杨端六所提的人事改革“极中肯要”18。另据杨静远回忆：“1921

年，杨端六在上海任商务印书馆会计主任兼《东方杂志》撰述，以他精通的财会专业致力于改良会计制度，一举成功，使企业的

经营管理由混乱走上正轨，因而被誉为商务的‘金柜子’。”
19
郑振铎的《欧行日记》里也记载着与袁昌英在法国巴黎来往的事

宜，可见这一时期袁昌英、杨端六以商务印书馆为中心，加强了与胡适、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的联系，构建了自己的文坛关系网

络。 

如前所述，真正使袁昌英获得五四一代女作家、剧作家声誉的是其 1930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

剧》，而这本书的创作、发行都与现代评论派以及他们的交际网络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序言中袁昌英介绍了这个本子先后由苏

雪林和《现代评论》后期的文学编辑杨振声提出了许多批评和修改意见，后又引用了胡适对《孔雀东南飞》相关问题的复信。我

们知道，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前辈，因领航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走向，在整个现代文学时期一直被青年人视为导师，

当时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围绕在胡适身边。在现代文学时期，同一文化群体中先辈与后辈的协力、合作本就是一个通行的

模式，显然胡适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凝聚力所在，袁昌英作为文坛上的新近作者，需要先辈的引荐和提携也是应有之义。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袁昌英并没有出现在与现代评论派同人有诸多重合的《新月》杂志撰稿人员的相关名单中，但是 1931

年《新月》上的《书报春秋》栏目刊载了邵洵美为《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撰写的推介文章，称：“在这剧坛枯寂的今日……

袁昌英先生的剧集在这个时候出版实在可说是深山里的足音了。”
20
在“英美派”同人的推介下，《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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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出版，便引起了文坛的注意，阿英说她的“意识形态和新文艺运动初期的一般女性作家有很不相同的所在”，写出了女性在

“不同的环境中的觉醒与态度”21。费鉴照说袁昌英“拿妇女们的性情启示给我们看。她启示的范围很广，不单拿妇女的优美方

面描写出来，并且拿恶的方面也一样的画出来了”
22
。田禽说：“在女子方面写剧者袁昌英女士却是第一个人，她不只做了中国

女剧作家的先锋军……她的作品几乎凌驾于一般男作家之上。”23与袁昌英共时的作家和研究者既肯定了其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

和思想属性，也予以袁昌英与同时代女作家不同的定位，可以说，这一部集子的出版巩固了袁昌英隶属于五四一代女作家的文学

史分类，而就袁昌英的创作轨迹而言，她的文艺观已基本成型，此后只是延伸和展开的过程。 

在袁昌英对于刊物的选择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她一直倾向于在同人期刊或与其所在的文学社团熟稔的刊物上发

表作品，这种较为狭窄单向的刊物选择，也直接削弱了其作品在 30年代中期以后的传播和接受。虽然在30年代初，袁昌英作为

武汉大学教授和现代文坛女作家，已经具备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但是 30 年代的出版社和刊物是当时知识分子与读者、

同行建立人际网络、构筑同人舆论空间的重要平台，即便是一些为读者所熟识的知识分子，仍旧需要通过出版社和刊物维持自己

作品的曝光率，如 1932 年贺玉波在撰写《中国现代女作家》时，提及没有将袁昌英和谢冰莹的作品列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她

们有的现在已没有作品问世，有的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人。”24 事实上，袁昌英既是专门研究文学的人，也一直没有停止写作，

《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之后，她又陆续发表了《我也只好伴你消灭于这一切的黑暗中了》《再游新都的感想》《巴黎的一夜》

《琳梦湖上》《毁灭——纪念一个诗人》《春雷之夜》《文坛幻舞》《笑》《杨先生》《牛》《一颗微妙的心》等作品，但是这些作品

都零散见于各个刊物上，而且《现代评论》停刊以后，袁昌英对于刊物的选择更为慎重。 

1931 年《文艺新闻》刊载了一篇报道：“有一次沈从文问杨袁昌英要稿子，她说我不把稿子给与政党有关系的刊物登，你

为哪个杂志要我的稿子咧？先给我看看那杂志的内容。”25 这一时期以鲁迅为中心的“左联”已经成为颇有影响力的文学社团，

作为现代评论派的中坚分子，袁昌英自是避其锋芒，她的作品除了在战时主张民族文学的刊物上发表以外，更多地见于《文艺月

刊》和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我们从苏雪林撰写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的发刊词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群体在

这一时期的文艺态度，如“我们想竭力戒除党同伐异的恶习”，“尽一点提倡健全文学的义务”26等。30年代以后，五四一代女

作家都相继寂声于文坛，而袁昌英此时除了因战时而注意于民族文学外，开始选择一些不同的主题进行创作，如生殖、倾轧、死

亡、溃败等。如她 1933 年发表于《大陆杂志》上的独幕剧《笑》，叙述了在偏远山谷的李家庄里，一心要为李家诞下男丁的大姐

儿临产之际，夫婿金荷生引诱李家次女玉姐儿与其私奔，最后玉姐儿在姐姐临死前的溃笑声中幡然醒悟，要求阿翁将她送到舅家

以避开金荷生；小说《牛》也以醴陵的生活经历为背景，讲述因婶母对母亲的妒心而使幼儿三三的老牛被冤杀死；在小说《一颗

微妙的心》中，叙述了一位老教授在战时意识到货币贬值以后，想将存折上的钱兑换成一斤二两的金子以保值，但是报纸上宣传

的捐金救国使得他难以向太太明示他的意图，在一次次犹疑和难以启口中，存折上的钱终于贬值到只能买十来捆柴。袁昌英这一

时期的小说镌刻了她自己最深层和深刻的生活经历，如李家三代对男丁的执念和李家老翁为正在生产的孙女念《易经》辟邪，是

其幼时在母亲生产时见过的场景；老教授属于知识分子的自傲、自矜和面对战时物价飞涨的紧张、窘迫，是她由武汉迁徙到桂林

再到四川的切实感受。与《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时期注重作品的启蒙和“道德批判”相比，在 30年代以后，袁昌英进入

了创作的自觉期，开始挖掘她自身独特的生命体验进行文本创造，但是这一时期因推崇革命文学和民族文学，且这些作品都零散

地见于一些小说集或杂志上，是以并没有引起读者和研究者的注意。 

四、结语 

正是《太平洋》杂志时期对于妇女权益的探讨，促使袁昌英完成了对自我的认知，同时也让她得以有介入公共舆论的可能性，

及至后面归国以后的“英美派”精英知识分子的群体聚合，参与现代文化建设事业，主办现代文学期刊等诸多文化实践活动，对

于袁昌英身为新女性的个人蜕变和现代女作家的个人志业的发展都有激励和扶持作用。长期以来，袁昌英虽作为五四一代女作

家，但因历史遗留问题和资料欠缺等原因，相较于“珞珈三杰”的凌叔华和苏雪林，学界对于袁昌英的关注和研究并不多。对于

袁昌英的文学史评价，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阿英的评语：“没有伤感厌世的气氛，没有像一般女性作家的那么浓厚的感情，没有被

封建思想所蚀丧，所征服。”21显然，阿英注意到了袁昌英与五四一代其他女作家的不同，而这“不同”我们其实可以归结到她

是如何“浮出”于现代文坛之上的，可以归结到她与以“现代评论派”为核心的英美留学生群体的交游往来。在上世纪的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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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场域中，袁昌英是为数不多的伴随着一个文学社团由诞生到聚合至寥落的女作家，她与现代评论派这一文学社团的往来和互

动，为我们展示了女性文学成长过程中鲜有人提及的女作家的养成和年轻文化群体的文化共生与渗透的关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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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袁昌英:《论女子留学的必要》,《太平洋杂志》1920年第 8期。 

3(4)《学术研究会留英分会纪事》,《民国日报》1921 年 3月 28日。 

4(5)(6)袁昌英:《敬告新当选之女议员》,《妇女杂志》1922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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